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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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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互联网＋农业”的蓬勃兴起,互联网发展在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基于

EBMSuperＧGlobalＧMalmquist(EBMＧSGM)指数对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中国大陆３１个省份的农

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然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的影响.结果表明:(１)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２．２０％,主要依赖农业

技术进步的贡献;(２)整体来看,互联网发展显著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来看,互

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为西部和东部地区;
(３)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农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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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与扩散,互联网已成

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近年来,中国大力实施“互联网＋农业”战略,旨在借助互联网来推动农业转

型升级,着力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１].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深入推进

‘互联网＋农业’”.２０２０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加快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然而,
农业发展长期面临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的约束,依赖资源消耗为主的传统生产方式已难以为继,要实

现农业转型升级必须依靠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２].互联网时代潮流的到来,为农业转型升级带

来了新的契机.
现有研究围绕索洛的“生产率悖论”展开激烈讨论.早在１９８７年,索洛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现象:

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但其对生产率的作用微乎其微.进而,索洛提出了“生产率

悖论”,即除了生产率以外,计算机的作用无处不在[３].随后,一些学者对“生产率悖论”的可能原因给

予了多角度的解释[４Ｇ６].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计算机对经济或产业增长特别是生产率增长起到了促

进作用[７Ｇ８].近年来,伴随着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生产率增

长的促进作用已基本形成共识[９].Czernich等、Chu、韩宝国等分别运用 OECD国家、２０１个国家以

及中国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发现互联网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

长[１０Ｇ１２].郭家堂等、肖利平、汪东芳等发现互联网发展对宏观经济部门、装备制造业以及能源部门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１３Ｇ１５].然而,具体到农业领域,关于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一些学者针对互联网发展与农业生产展开定性研究,一致认为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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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已经成为引领“三农”发展的重要手段[１６Ｇ１７],“互联网＋农业”有利于拓宽传统农业经营的流通渠道,
突破传统农业经营服务模式的局限,推进传统农业向信息化、规模化和智能化农业转型[１８Ｇ２０].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为考察互联网发展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仍存

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已有研究虽然关注到互联网发展对农业领域的引领作用,但是这方面的探讨

主要停留在定性描述,缺乏实证证据,尤其是缺乏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检验.
第二,关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已有研究主要采用径向距离函数或非径向距离函数,前者假设

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同比例增加或者减少,往往会高估生产率,而后者忽略了效率前沿投影值的原始

比例信息,两者均会造成生产率测度的偏误.此外,相邻参比的 Malmquist指数不具备循环性和传

递性,面临潜在的线性规划无解问题,且未考虑有效生产单元的排序问题,会造成生产率测度的偏误.
因此,本文采用EBMSuperＧGlobalＧMalmquist(EBMＧSGM)指数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在此

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期为深入实施“互
联网＋农业”战略以及实现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互联网＋农业”是指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的

跨界融合,创新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现代农业新产品、新模式与新业态[２１].“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模

式正在变革传统农业,“智能化、精准化、数字化、可控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

生了重要影响.Fare等进一步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技术效率[２２].因此,
互联网发展将通过作用于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进而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影响.

１．互联网发展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源泉.互联网的发展引领农业技术进步,推动

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革,从而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有利于农业新知

识、新技术的跨时空传播,促进研发合作,推动农业技术外溢,从而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互
联网的发展降低了农业信息的传递成本,提高了农业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利用效率,实现了更

优化的资源配置率,从而促进农业技术效率的提高.而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是促进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两大来源[２３].因此,从理论上讲,互联网发展有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此外,中国幅员辽阔,考虑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互联网发展对不同地区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１:互联网发展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假说２: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２．互联网发展与农业技术进步

一是互联网的发展有利于农业新知识、新技术跨时空地传播,促进知识与技术等在全社会开放与

共享,促进农业技术外溢.大数据、云技术、遥感技术等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能够实时采集农业生产各

环节的数据,推进作物生长管理、肥水药精准实施.二是互联网的发展将农业生产者、消费者、企业和

科研院校紧密地联系起来.企业和科研院校作为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源头,面临农业技术供给与生

产环节需求脱节的困境.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为农业技术供给方与需求方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进
而提高农业科技创新的匹配效率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此外,借助互联网平台,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

更好地对接,从而倒逼“精细农业”、促进产品创新[１９].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３: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

３．互联网发展与农业技术效率

一是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网络技术与农业生产部门相互连接,降低了农业信息的传递成本,打破

了信息不对称的壁垒[２４].理论上,农业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得到有效利用,资源可以

得以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但在实践中,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受农

业劳动力运用能力的约束.当前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不能熟练地操作运用互联网,从而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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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互联网发展来推进资源的优化配置[２５].二是互联网发展成为一个便捷的交易平台,交易活动从

传统方式转变为通过互联网平台来完成[１３].然而,农产品具有易腐、易损的特性以及农村物流配送

产业的滞后,影响了农产品等跨地区流动,从而不利于农业技术效率的发挥[２５].基于上述分析,提出

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４: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大于促进作用,即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效率具

有抑制作用.

　　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与分析

　　１．核算方法

准确核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证研究的基础.鉴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不需要设定具

体的函数形式和技术非效率项的分布形式,因此采用 DEA 方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为

了避免径向距离函数和非径向距离函数的不足以及克服线性规划无解、有效生产单元的排序等问题,
采用 Tone等[２６]提出的混合距离函数(EBM),并结合超效率(SuperEfficiency)模型以及 Pastor
等[２７]、Oh[２８]提出的全局参比 Malmquist指数构造生产前沿面,即 EBM SuperＧGlobalＧMalmquist
(EBMＧSGM)指数来核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假设决策单元个数为s,有m 种要素投入,n 种产出,则混合距离函数(EBM)模型构建如下:

r∗ ＝minθ－φ∑
m

i＝１

ωisi

m０

s．t．θm０－Mρ－s＝０;ρN≥n０;ρ≥０,s≥０{ } (１)
式(１)中,r∗ 表示生产效率值,θ表示径向效率值,φ 表示同时考虑径向和非径向松弛变量的参

数,wi为第i种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si为第i种生产要素的松弛变量;ρ为相对权重,M、N 分别

表示投入和产出向量,m０、n０分别表示径向约束下的投入和产出水平.
超效率模型能够解决有效生产单元的进一步排序问题,同时,全局参比 Malmquist指数基于各

期共同的前沿面构造生产可能集,能够有效避免线性规划无解以及非传递性等缺陷.基于此,构建

EBMＧSGM 指数来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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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中,Dt、Dt＋１分别表示在t期和t＋１期的生产技术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可以分解

为农业技术进步(TC)和农业技术效率(EC),TFP＞１表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增长,反之则表

示下降;TC＞１和EC＞１分别表示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改善,反之则表示农业技术退步和

农业技术效率恶化.

２．投入与产出指标

由于农业(狭义)与林业、牧业、渔业投入要素存在行业差异,且产品的生命周期也不同,因此,借
鉴杜江等[２９]的研究,以狭义农业即种植业为研究对象.农业产出变量以２０００年不变价的农业总产

值来表示,单位为亿元.农业投入变量包括以下五大类:①土地投入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来表示,单
位为千公顷;②劳动力投入以种植业从业人员数量来表征,单位为万人;需要说明的是,现有统计资料

只统计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借鉴黄少安等[３０]、杜江等[２９]的研究,以农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

值的比重对农林牧渔从业人员数进行分离;③机械动力投入以种植业机械动力来表示,单位为万千

瓦;采取与劳动力投入同样的方式,对机械总动力进行分离;④化肥投入以农业生产的化肥施用折存

量来表示,单位为万吨;⑤灌溉投入以每年实际有效灌溉面积来表征,单位为千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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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核算结果与分析

表１给出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由表１可知,考察期内我国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２．２０％,其中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技术效率分别年均增长４．５７％、－２．２６％.
这说明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赖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与李谷成等[２]、尹朝静等[３１]的研

究结论一致.
表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

年份 TFP TC EC 年份 TFP TC EC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１．０２２４ １．１１４２ ０．９１７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１．０４３９ １．０４９７ ０．９９４５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１．０２８６ １．００２１ １．０２６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１．０１３６ ０．９９４３ １．０１９４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０．９９４３ ０．９７６２ １．０１８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１．０３９０ １．２３９０ ０．８３８６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０．９９６７ １．０２１６ ０．９７５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１．０３４０ １．１０４０ ０．９３６６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１．０２７５ １．１６１３ ０．８８４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１．０３２９ １．０５６７ ０．９７７５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１．０３２４ ０．９４２５ １．０９５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１．０５０３ １．０３３６ １．０１６１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０．９９０５ １．０９７４ ０．９０２６ 平均 １．０２２０ １．０４５７ ０．９７７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１．００４５ ０．８９６３ １．１２０８

　注:表中“平均”为各年份的几何平均数.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１．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构建如下面板模型:

Yit＝β０＋β１internetit＋∑βiXit＋μi＋εit (３)
式(３)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Yit表示被解释变量,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分别为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TFP)、农业技术进步(TC)和农业技术效率(EC),需要说明的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

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是以上年为１的环比指数,本文将其转化为以２００２年为１的累积值;

internetit为核心解释变量,Xit表示控制变量,μi表示不可观测的省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２．变量选取

(１)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发展水平.借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
以及程名望等[３２]、汪东芳等[１５]的研究,以互联网普及率来衡量互联网发展水平,即用互联网使用人

数占总人口数的比值来表示.
(２)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选择以下控制变量:①农业结构调整系数(struc):借鉴李谷成

等[３３]的研究,采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来表示;②受灾率(disa):借鉴杜江

等[２９]的研究,采用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来表示;③财政支持(finan):借鉴肖锐等[３４]

的研究,采用财政支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④农村人力资本(edu):借鉴韩海彬等[３５]的

研究,采用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具体做法为各地区农村劳动力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

比重乘以对应的受教育年限,其中,文盲与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对应的教育年

限分别为０年、６年、９年、１２年和１５．５年;⑤城镇化水平(urban):采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

表示.

３．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大陆３１个省份①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鉴于国家２００２年才开始公布互联网省

份数据,因此本文研究时间段为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农林牧渔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农作物播种面积、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互联网使用人数、乡村人口以及

４７

① 考虑到数据可获性,本文分析并未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这仅限于一种学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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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和«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各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４６５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FP １．１４２５ ０．１４５２ ０．６１２６ １．９８８６
TC １．３４１８ ０．１４１３ ０．７１４６ ２．６０９５
EC ０．８７６７ ０．１８３０ ０．２６８５ １．１６８７
internet ０．２８１９ ０．１９７２ ０．０１１２ ０．７７７７
struc ０．６５１８ ０．１２２１ ０．３２８１ ０．９５７０
disa ０．２３９８ ０．１４７８ ０．００２６ ０．９３５９
finan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３４１ ０．０２１３ ０．１８９７
edu ８．０４７０ １．１３６２ ２．５１２２ １０．５８８５
urban ０．４９４４ ０．１５３９ ０．１７８８ ０．９１１９

　　四、实证分析

　　１．基本估计结果

首先从全国层面上考察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３.运用Stata１５．０
软件,分别对混合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检验.F检验中P 值为０．００００,说明固定效

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LM 检验中P 值为０．００００,
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Hausman检验

中P 值为０．０１７３,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由表３可知,列(５)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其

估计系数为０．５８４７.列(６)是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

影响,其估计系数为０．４０２４.可见,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互联网发展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值,且在

５％以上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说１
得以验证.同时,该研究结论为“生产率悖论”增加了一个新的解释,即索洛未能预见到当今世界上的

计算机可以相互连接从而构成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互联网,其可以与经济体中的其他

产业融合,从而对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
控制变量方面,受灾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李谷成等[３３]的研究结

论一致,表明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与农业本身的产业特性有关.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武宵旭等[３６]的研究结论一致,说明城镇化可以改善农业劳动力在城

乡之间的配置,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农村人力资本阻碍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非农产业,造成农业优质劳动力流

失,从而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了负向影响.农业结构调整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农业结构调整

力度不大,对生产率增长的“结构红利”不明显.财政支农的系数也不显著,表明目前财政政策仍存在

“工业偏向”,不利于农业增长和资源的保护.
表３　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计结果(全国) N＝４６５

变量 OLS(１) OLS(２) RE(３) RE(４) FE(５) FE(６)

internet ０．５２５０∗∗∗

(０．０４８５)
０．４９４８∗∗∗

(０．０７２３)
０．５８１９∗∗∗

(０．０８８１)
０．４０３２∗∗

(０．１６０３)
０．５８４７∗∗∗

(０．０８７８)
０．４０２４∗∗

(０．１８６０)

struc — ０．３４３１∗∗∗

(０．０６５７)
— ０．１３９４

(０．２０８７)
— ０．００６０

(０．２６８１)

disa —
—０．１０１６∗

(０．０５４６)
—

—０．１３４５∗∗∗

(０．０４７１)
—

—０．１３０８∗∗∗

(０．０４３７)

finan — ０．４０８５∗∗

(０．３１６１)
— ０．０９８５

(０．６２６７)
—

—０．１１９８
(０．４８５２)

edu —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１０８)
—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２８２)

—
—０．０５５８
(０．０４９６)

urban —
—０．１１０７∗∗∗

(０．０８００)
— ０．５６９３∗∗

(０．２４８８)
— ０．７３０１∗

(０．３７５９)

常数项 ０．９９４５∗∗∗

(０．０１０３)
０．５５９０∗∗∗

(０．０９９０)
０．９７８５∗∗∗

(０．０１１４)
１．００２９∗∗∗

(０．２４３３)
０．９７７７∗∗∗

(０．０２４８)
１．１５６２∗∗∗

(０．３９７７)

R２ ０．２６５５ ０．３３２２ ０．４９９５ ０．５５０８ ０．４９９５ ０．５５４２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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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地区差异分析

中国幅员辽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为进一步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

区差异,本文将３１个省份划分为三大经济区①,估计结果见表４.列(７)、列(９)和列(１１)分别为互联

网发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列(８)、列(１０)和列

(１２)则为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限于篇幅,本文并未汇报混合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检验过程和

结果同上所述,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展开分析.
由表４可知,互联网发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

正,分别为０．１８４６、０．７４９５、０．５２７３,表明互联网发展促进了各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对中

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西部和东部地区,假说２得以验证.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中部地区多

为农业大省,随着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互联网对农业的渗透不断加强,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

整合,并最终促进农业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东部地区农业比重相对较小,而西部地

区农业比重相对较大,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后发优势”逐渐凸显.
表４　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计结果(分区域)

变量
东部

RE(７) FE(８)
中部

RE(９) FE(１０)
西部

RE(１１) FE(１２)

internet ０．２２１０∗∗

(０．０９１３)
０．１８４６∗∗

(０．０８６６)
０．７２２９∗∗∗

(０．２７８１)
０．７４９５∗∗

(０．２９９４)
０．４９８２∗∗∗

(０．１４４６)
０．５２７３∗∗

(０．１８５６)

常数项 １．１１５３∗∗∗

(０．３１３９)
０．８８２０∗∗

(０．３５６３)
２．５９５９∗∗

(１．０５０５)
２．８５５０∗∗

(１．１４６３)
１．５９２９∗∗∗

(０．３８６０)
１．８８３０∗∗∗

(０．５５１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２ ０．５５５５ ０．６０７３ ０．６１４８ ０．６１６８ ０．６１２８ ０．６１５４
N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３．进一步讨论

为了进一步验证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本文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分解为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技术效率,估计结果见表５.列(１３)、列(１４)和列(１５)分别为以农业技

术进步为解释变量的混合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列(１６)、列(１７)和列

(１８)分别为以农业技术效率为解释变量的混合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检验过程和结果同上所述,以固定效应模型为分析模型.

表５显示,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估计系数为０．８７４９,通过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互联网发展有助于农业技术进步,假说３得以验证.而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估计系数为

－０．２７４８,通过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负,假说４得到了

验证.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不仅受农业劳动力运用能力的约束,还
在很大程度上受农产品特性以及农村物流配送产业发展的影响.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

低,难以借助互联网发展来推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农产品易腐、易损以及农村物流配送产业

发展滞后,影响了农产品等跨地区流动,从而不利于农业技术效率的发挥[２５].
表５　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技术效率的估计结果 N＝４６５

变量
TC

OLS(１３) RE(１４) FE(１５)
EC

OLS(１６) RE(１７) FE(１８)

internet １．０２２１∗∗∗

(０．１０１７)
０．９８８６∗∗∗

(０．１７７３)
０．８７４９∗∗∗

(０．１９９９)
—０．２５４１∗∗∗

(０．０５７４)
—０．３０３３∗∗∗

(０．０６６８)
—０．２７４８∗∗∗

(０．０９２０)

常数项 ０．５５６８∗∗∗

(０．１５４３)
０．５３６０
(０．３４０３)

—０．０６４９
(０．８３７４)

０．９６４６∗∗∗

(０．０７８２)
１．１１０８∗∗∗

(０．１６５６)
１．３９５８∗∗∗

(０．４１７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２ ０．４８１７ ０．５６２１ ０．５８３４ ０．２３２０ ０．３２０６ ０．３３１３

６７

①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式,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

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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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内生性问题

表６　内生性估计结果 N＝４３４
变量 (１９) (２０)

internet —
０．３３０１∗∗∗

(０．０６５９)

L．internet
０．３７４１∗∗

(０．１８１３)
—

常数项
０．９６４９∗∗∗

(０．１９２５)
１．０６５１∗∗∗

(０．１９４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R２ ０．５７１４ ０．５６６３

内生性问题一直是实证分析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本
文也不例外.测量误差、遗漏变量以及互为因果等都有

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３７].本文尽可能对存在的内生性

问题进行控制.第一,关于测量误差问题.本文使用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权威数据,同时

跟踪 DEA 的最新方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
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数据质量对实证结果的影响.第

二,关于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加入农

业结构调整系数、受灾率、农村人力资本等变量进行控制,并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可以减

弱遗漏变量对实证结果的影响.第三,关于互为因果问题.该问题是本文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借
鉴郭家堂等[１３]的研究,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处理.一是采用滞后一期的互联网发展(L．internet)作为

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当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滞后一期互联网发展的影响基本不存在,
如果滞后一期互联网发展对当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存在影响,则表明互联网发展是互为因果

关系中的主因.二是采用滞后一期的互联网发展作为工具变量.对于面板数据,已有研究常使用滞

后一期的内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显然,滞后一期的互联网发展与当期互联网发展具有较强的相关

性.同时,由于滞后变量已经发生,与当期的扰动项不相关.因此,滞后变量基本满足工具变量相关

性和外生性条件.表６列(１９)、列(２０)分别为采用滞后一期的互联网发展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和工具

变量的估计结果.由此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内生性问

题不足以对本文研究结论造成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基于 EBMSuperＧGlobalＧ
Malmquist(EBMＧSGM)指数对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中国大陆３１个省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然
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２．２０％,主要依赖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第二,整体

来看,互联网发展显著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来看,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

进作用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为西部和东部地区;第三,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对农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本文为“生产率悖论”增加了一个新的解释,
即索洛未能预见到当今世界上的计算机可以相互连接从而构成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互

联网,其可以与经济体中的其他产业融合,从而对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第一,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业”战略的实施,将互联网打造为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的新引擎.政府要从政策层面做好“互联网＋农业”的战略发展规划,指导“互联网＋农业”
的产业发展和应用示范,推动农业数据开放与共享,引导科技人才、科技成果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为
“互联网＋农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二,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在推进

“互联网＋农业”的过程中,要着力提升农业技术效率的贡献.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动,培养一批

具有“互联网＋农业”知识的专业人才和本土农民精英,为进一步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提供人力资本条

件.与此同时,推进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提高农产品流通能力,为提

升农业技术效率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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